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３６期)２０１８(４)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多山地区‘空巢村’人口合理再分布问题研究”(１４BRK０１８);上海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推动上海高端人才空间集聚及制度创新研究”(２０１６EGL００２).
作者简介:张　波(１９８６Ｇ),男,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等.

中国谁来养老?
———基于中国人养老责任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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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２０１０Ｇ２０１３),分析中国人对养老责任认知

的变化趋势,考察影响养老责任认知的微观因素.结果发现,子女负责依然是人们普遍的养

老责任认知,但呈现逐步减弱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三方负责、政府负责和老人负责;这四种养

老责任认知类型呈现出人们养老责任认知的差异序列;人口特征、区域、制度、文化和子女等

因素均对养老责任认知具有显著性影响;传统养老代际责任伦理表现出一种继承性和断裂

性的不均衡状态.提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全依赖于国家与社会的养老方式并不适合

中国国情,而应该发挥传统养老代际责任伦理功能;要重塑养老代际责任伦理,需要国家、社
会与家庭之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相互协同和配合,共同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

峻形势和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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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谁来养老»[１]一书问世已有１７年之久,但这一问题却长久亘绵于中国社会.国家统计数据

显示,２０１５年底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１３．７５亿,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为２．２亿,占总人口比重为１６．１％,
其中６５岁及以上占比为１０．５％.根据预测,到２１世纪中叶,中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将达到４．３
亿,占总人口比重约为３１．３％,其中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为３．２亿,占总人口比重为２３．２％,老年

抚养比将升至５８．７％[２].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以及高抚养比已然成为今后半个世纪中国人口的新常

态[３].与之相随的是,“谁来养老”成为中国人普遍焦虑的社会问题.
“谁来养老”最根本问题是谁来提供养老资源[４].抑或说,谁来承担养老责任.所谓“养老责任”,

指的是社会规范要求特定个人或组织对于特定养老对象提供养老支持的义务和职责,并对未履行之

事需要承担相应后果[５].养老资源,包括经济或物质资源、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经

济或物质资源的供给.弄清楚养老的责任主体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其逻辑起点就在于

了解人们对于养老责任主体的理解和认知.“认知”这一概念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指的是存在于人

头脑中的一种思维活动,着重强调人对某件事情或事物的观点、态度和判断[６].人的认知是个体主动

寻找信息、接受信息,并在一定社会结构中进行信息加工后在人头脑中的反应[７].据此,本文所理解

的“养老责任认知”,是指人们基于客观信息和主观认同所形成的对老年人应该由谁提供养老资源这

一根本性问题的观点、态度和判断.实质上,日常所说的“责任感”,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看

来,本就包含着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８].责任认知关系着养老政策的最终制定、关系着老年人老有所

养和老有所依.因此,对养老责任认知的研究是整个养老研究系列中的前提和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

学术价值和政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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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论基础及文献回顾

　　古今中外,家庭养老始终占据着养老模式的主流位置[４].尽管欧美发达国家养老保障制度较为

完善,但有研究发现,家庭子女依然是老年人生活资料的主要供给主体,而且随着老年群体的高龄化,
子女对父母的照料也愈发普遍[９].通常来看,儿子更多地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女儿则更可能提供生

活照料[１０].在儒家伦理规范中,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养老资源,包括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顾以

及精神慰藉等,这可谓是“天经地义”,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得到了中国宗法制

度和大家庭制度的维护.有学者将儒家孝文化具体化为养亲、尊亲、无违、无改和立嗣等行为准则,认
为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家庭养老的道德基础[１１].而且家庭养老之所以绵延千载,其本身也有着深厚的

理论源泉[１２].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社会交换理论被经常用于分析家庭成员对父母的照顾与赡养问

题[１３Ｇ１４].有学者将这种赡养关系诠释为父代养育子女“投资”的一种“回报”[１５Ｇ１６].但有学者认为,这
种单纯从利益互动去理解往往有失偏颇,认为这种代际交换关系是基于社会道德、情感支持或公义维

护等原则对资源进行的重新流动和分配[１７].当然,还有学者从反馈论[１８]、责任内化论[１９]、血亲价值

论[２０]等视角进行理论分析.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养老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决定.不

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其相应养老方式就会有所改变.家庭养老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养老方

式,但到工业社会后,家庭养老日益转变为以社会化养老为主,包括政府养老、老人养老以及政府、子
女和老人共同养老等形式.德国新历史学派就指出,政府应该在社会福利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国

家经济和社会发展[２１],这也直接促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养老保险法»的诞生.而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

经济学派认为,政府应该实施广覆盖、可行的养老金制度,利用收入转移支付的方式来保障社会公

平[２２].随着凯恩斯的«就业、信息与货币通论»(１９３６)和«贝弗里奇报告»(１９４２)的相继问世,政府真

正开始担负起了公民的养老责任,养老保险制度在欧美各国普及,并直接催生了一种新的国家模

式———福利国家.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全球经济危机使得福利国家面临了各种社会危机,如失

业问题严重、财政入不敷出、贫富差距等.福利国家实施的政府对公民福利的无限责任遭到严厉批

评.福利多元论认为,福利三角中国家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需要其他社会部门来分担福利责任,福
利产品来源应该多元化,从而能够减轻福利国家危机.他们进一步指出,社会福利是由各种社会制度

综合的产物,市场、国家、家庭、社区和民间社会等都有可能是福利的来源[２３Ｇ２４].由此,养老责任主体

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如政府责任、自我责任以及三方责任等.具体而言,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传统子女养老观念变迁研究.有学者对中国台湾地区研究发现,虽然快速现代化使得中国

台湾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子女特别是儿子依然在养老中发挥核心作用[１５].然而,在中国大陆,有学者

研究表明,这种代际关系已经逐渐弱化[２５]、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已经逐渐消解[２６],家庭养老模式已

经明显不适用[２７].在影响因素方面,崔丽娟等分析了上海人对“养儿防老”的态度,认为受教育程度、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等个体性特征并不影响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２８].但于长乐通

过对１０省份１０００多位农民调查研究得出相反结论,指出农民个体层面(年龄、民族、健康状况、受教

育程度)、家庭层面(家庭关系、是否有儿子、家庭规模)、社区层面(职业类型)以及地区层面(村地理环

境)都对农民“养儿防老”观念有显著性影响[２９].张航空对流动人口的养老观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特别是“８０后”青年对“养儿防老”观表现出日趋淡化趋势[３０].
二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关系研究.国外学者非常注重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贝克尔认为,

代际之间的转移支付实际是出于利他性动机,而转移接受方收入的增加会降低获得转移支付的概率

和数额[３１].但有学者则指出,私人之间转移大多是出于交易动机,公共转移支付增加对私人间的转

移支付并未有显著影响[３２].而通过国内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养老保险对家庭养老有一定程度替代作

用,但是社会养老仍未根本性动摇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并且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也很难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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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替代子女养老职责[３３].汪润泉研究指出,养老保险制度不仅“挤出”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同
时也弱化了人们的家庭养老观念[３４].程令国等的研究表明,新农保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独立性,
同时也降低了老人对子女的依赖[３５].

三是有关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研究.国外学者大多侧重于老年人居住地选择意愿的差异性及其影

响因素,主要涉及性别、子女数量、婚姻、收入等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分析[３６],以及对不同国家和

地区老年人居住意愿的比较分析[３７].而国内对养老意愿研究越来越多,并侧重于分别对城市[３８]和

农村[３９]、对独生子女父母[４０]、空巢老人[４１]等的机构养老[４２]、居家养老[４３]以及异地养老意愿[４４]进行

研究.在影响因素方面,政府行为[４５]、家庭结构和代际交换[４６]、婚姻挤压[４７]等均对人们养老意愿有

着显著影响.
相对来说,学者们对养老责任认知的专门研究偏少.徐俊等研究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时,认为应该

实行差异化的养老责任,政府承担经济支持、公共服务的责任,独生子女则应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

藉责任[４８].罗忠勇等对被征地农民养老责任认知分析后发现,６９．６％的被征地农民认为自己被征地

后养老应该由家庭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４４．３％和７３．８％认为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应承担养老责

任[４９].纵览文献,这些研究融合了理论与实证,对于之后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对影响人

们养老观念的因素进行了较好探究.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或不足:第一,学者们较多地

集中对特殊人群(如独生子女、被征地农民、流动人口等)或者说部分人群(如城市、农村)的传统养老

观念进行分析,而对中国人整体养老责任认知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而且,已有的研究较多是对“养
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变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却较少就人们对其他养老责任类型的认知态度进

行分析.第二,养老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过程性概念,而既有研究更多是对特定主体的养老责任认知进

行截面数据分析,对养老责任主体的转变过程缺乏清晰的阐释与思考.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数据,在初步考察居民责任认知转变的基础上,分析影响不同居民责任认知的诸多因素.本研究试

图通过把握和理解当代中国人养老观念的转变过程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科学合理养老政策提供较可

靠依据.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２０１３),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

中心于２００３年起每年开展的,旨在系统监测中国大陆居民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互动与变化的大型调

查项目.此次调查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在全国３２个行政区(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
抽取１００个区县,每个区县抽取４个居(村)委会,并在５个大城市抽取８０个居(村)委会,然后在每个

居(村)委会抽取２５个家庭展开户内抽样调查,总样本量为１１４３８个.根据需要,剔掉缺失值,最终

选取１１０６２个样本.
同时,为考察人们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情况,本研究还使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数据.因为这三年数据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调查问题:“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

责?”而遗憾的是,目前只有这三年数据包含此问题,时间跨度相对较短,不能将时间序列纳入分析模

型.但是对于养老责任的变化,可以利用四年的时间跨度进行粗略分析与比较.而且 CGSS２０１３数

据中具有人口特征、地域特征、子女特征、保障制度、文化特性等信息,这为本研究就影响养老责任认

知因素分析提供了可能.

２．变量处理

本研究选取养老责任认知类型作为因变量.根据 CGSS２０１０~CGSS２０１３问卷中,调查问题“您
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将因变量类型化为子女负责、政府负责、老人负责与

三方负责.同时,选取人口特征、地域特征、子女特征、保障制度、文化特性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处理方

法如下(变量取值见表１):
第一,人口特征选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六个变量.(１)年龄

１０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６期)

为连续变量,鉴于目前世界寿命状况,将年龄大于１２０岁样本作为无效样本剔除掉;(２)考虑到样本分

布的均衡性,将婚姻状况合并为:未婚(未婚/同居)、已婚(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离异(分居或离

异/丧偶);(３)受教育程度合并为:小学及以下(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

(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及以上(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４)根据调查问

题“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将家庭收入划分为:低于平均(远低于平均水平/低

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５)健康状况合并为:不健康(很
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健康(比较健康/很健康).

第二,地域特征选取所属地区和户籍性质两个变量.所属地区是根据受访者户口登记地省份,将
其合并为三种类型: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

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户籍性质划分为城市(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军

籍)和农村.
第三,保障制度选取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个变量.养老保险是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基本

养老保险和商业性养老保险合并,分为没有参加和参加;医疗保险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和商业性医疗保险合并,分为没有参加和参加.
第四,子女特征选取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两个变量.子女数量是将儿子数和女儿数合并,取值范

围为０~１０个;子女结构划分为没有子女、只有儿子、只有女儿和儿女双全.
第五,文化特性选取所属民族和宗教信仰两个变量.所属民族划分为汉族和非汉族;宗教信仰也

分为无宗教信仰和有宗教信仰.
表１　变量赋值

变量 变量赋值

养老责任 子女负责＝１;政府负责＝２;老人负责＝３;三方负责＝４
性别 男＝１;女＝２
年龄 实际年龄

婚姻状况 未婚＝１;已婚＝２;离异及丧偶＝３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３;大学及以上＝４
家庭收入 低于平均＝１;平均水平＝２;高于平均＝３
健康状况 不健康＝１;一般＝２;健康＝３
所属地区 东部地区＝１;中部地区＝２;西部地区＝３
户籍性质 城市＝１;农村＝２
子女数量 取值范围为０~１０
性别结构 没有子女＝１;只有儿子＝２;只有女儿＝３;儿女双全＝４
养老保险 没有参加＝１;参加＝２
医疗保险 没有参加＝１;参加＝２
所属民族 汉族＝１;非汉族＝２
宗教信仰 无宗教信仰＝１;宗教信仰＝２

　　３．样本描述

分析样本的基本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如表２所示.在整个分析样本中,认同政府负责、子女负

责、老人负责和三方负责的受访者分别占样本量的９．６０％、５０．０４％、５．３２％和３５．０４％.年龄特征方

面,认同子女负责的受访者年龄最小(４７),且与三方负责(４８)的年龄相近,老人负责的最高(５８),但认

同这四种养老责任认知类型的受访者年龄均值差异较小.性别特征方面,认同三方负责的女性占比

(５０．４８％)略高于男性,其他都是男性略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受访者较认同子

女负责和老人负责,大专及以上的较认同三方负责和政府负责.婚姻特征方面,未婚者较认同三方负

责,已婚者较为认同老人负责和子女负责,离婚/丧偶者较认同政府负责.就所属地区来看,东部地区

较认同政府负责,西部地区则较认同子女负责.与城市受访者相比,农村受访者较认同子女负责,而
不太认同政府负责.家庭收入特征方面,高于平均水平的受访者较认同自我负责,低于平均水平的较

认可政府负责,处于平均水平的受访者则比较认同子女负责和三方负责.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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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按不同责任主体划分被访者的基本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 ％
政府负责n＝１０６３ 子女负责n＝５５３５ 老人负责n＝５８８ 三方负责n＝３８７６

年龄(均值) ５３ ４７ ５８ ４８
女性 ４８．２７ ４９．４６ ４８．５０ ５０．４８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０．７５ ３９．９０ ４１．０３ ２９．９９
初中 ３０．２９ ２９．７４ ３１．０６ ２７．５５
高中 ２１．１７ １７．５０ １６．１１ ２１．１９

大专及以上 １７．７９ １２．８６ １１．７９ ２１．２７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０．０６ １１．０８ ５．００ １１．９３
已婚 ７４．９３ ７８．９９ ８２．１７ ７７．７６

离婚/丧偶 １５．００ ９．９３ １２．８３ １０．３１
所属地区

东部地区 ５６．６３ ３３．０７ ４２．００ ４４．６７
中部地区 ２５．１６ ３５．８３ ３６．３３ ３６．５３
西部地区 １８．２１ ３１．１０ ２１．６７ １８．８０
户籍性质

农村 ３６．６０ ６４．７７ ４４．５０ ４９．１０
家庭收入

平均水平 ５１．４２ ５９．２１ ５４．４４ ５９．４５
高于平均 ５．１３ ６．６４ １１．７３ ８．０５
低于平均 ４３．４５ ３４．１５ ３３．８４ ３２．４９
样本总量 N＝１１０６２

　注:除标注的年龄变量是均值外,其余报告的值均为百分比.

　　４．模型选择

为考察中国人养老责任认知的 变 化 情 况,本 研 究 首 先 通 过 比 较 CGSS２０１０、CGSS２０１２ 和

CGSS２０１３相关数据,阐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间养老责任认知的粗略变化态势.其次,主要利用

CGSS２０１３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养老责任认知的微观因素.考虑到因变量为无序

四分类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多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 Logistic回归是适用于解释变量X 在

预测分类因变量Y 发生概率的作用和强度,其因变量Y 具有多种取值类型[５０].该类模型整体耐受性

较强,适用变量要求不高,最终以事件发生概率的形式提供分析结果,模型拟合过程中采用最大似然

估计法.假设养老责任认知类型Y＝(y１,y２,,ym),自变量X＝(x１,x２,,xn),P 为响应概

率①,相应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ym＝ln(pm/pi)＝α＋Σ
n

j＝１
(１)

式(１)中,Pm为事件ym发生概率(１≤m＜i),Pi为参照事件yi的发生概率,且P１＋P２＋＋
Pm＝１;α为截距;β为斜率.此外,当Xj为非对照时取值１,为对照时取值０.在多元 Logistic回归

模型分析中,发生比常用来对各种Logistic回归系数进行解释,这是解释自变量对事件影响效果的最

好办法[５１].本研究采用Stata１３．０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且使用发生比来解释自变量对事

件的影响结果.

　　三、结果分析

　　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分析结果如表３、表４所示.表３反映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期间中国人养老责任

认知的变化情况,统计检验结果(Pchi２＝９．０００;P＝０．０２９)表明,这４年间人们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

具有显著差异性.表４是利用不同因素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效应,模拟出多元 Logistic回归模型

３０１

① “响应概率”是指在自变量影响下事件y的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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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chi２＝１３１６．１９,PseudoR２＝０．０５４３,P＝０．００００),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①.其中模型一参照组

为子女负责,模型二参照组为政府负责,模型三参照组为老人负责.主要有以下研究结果:

１．总体变化态势

由表３分析发现,人们对子女负责有着独特偏好,其次是三方负责,对政府负责和老人负责的认

同度相对较低.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养儿防老”观念有着密切关系,而随着养老

保障制度的普及、老年人自身经济实力增强以及国家政策的宣传等,人们开始转变自身养老观念,认
为政府或老人也能够为养老提供资源,但总体认同度偏低.对不同类型养老责任认知,随着时间的推

移,人们对其认知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认同子女负责的受访者比重逐年降低,而其

他三种养老责任认知却逐年增加,这可以说明人们对“养儿防老”观念认同度在逐渐减弱.虽然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认同政府负责的受访者比重稍有降低,这或许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比重突增有着一定

关系,且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整体仍表现出增长态势.总体而言,虽然中国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依然深

入人心,但逐渐淡化的发展态势不可逆转,人们开始认同三方负责,甚至是政府负责和老人负责.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中国人养老责任认知变化情况

年份 政府负责/％ 子女负责/％ 老人负责/％ 三方负责/％ N
２０１０ ７．９７ ５６．９７ ４．２８ ３０．７８ １１７２１
２０１２ １０．３６ ５１．９９ ４．６７ ３２．９８ １１７４２
２０１３ ９．６０ ５０．０４ ５．３２ ３５．０４ １１０６２

检验统计量 Pchi２＝９．０００　 P＝０．０２９(＜０．０５)

　　２．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在人口特征层面.由表４可见,年龄因素对人们的养老责任认知具有显著影响.通常来

讲,由于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人们所接受的教育、观念、文化等都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其养老责任

认知也势必会有所不同.其中,年龄较小者往往持有政府负责、老人负责、三方负责等现代养老责任

认知,年龄较大者因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会较认同子女负责.但模型却得出相反结论,即年龄越大

者越认同老人负责和政府负责,而年龄越小者越认同子女负责和三方负责.这或许与年龄较大的人

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养老现实,比如目前子女们生活压力较大、居住空间分离等,由此他们认为,
政府与老人自己才是提供养老资源的最安全保障,表现出对老人负责和政府负责更认同.年龄较小

的受访者依然认同传统养老观念,但现实的情况却使其力不从心.故而,有学者将其称为“责任伦理

现象”,表现为老年人不计回报只强调自己对后代的责任与义务,当面对子女对老人的赡养责任时则

更多宽容,并寻求自身或其他渠道解决,以减轻子女的赡养负担[１１].
在性别方面,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女性受访者选择三方负责(与子女负责相比)的发生比高

出男性１４．４％,这说明,女性较为认同三方负责,而男性更认同子女负责.婚姻状况对养老责任认知

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受教育程度方面,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初中、高中及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受访者选择政府负责(与子女负责相比)的发生比分别高出小学及以下５５．０％、５７．３％和

８２．４％;选择三方负责的发生比分别高出小学及以下２８．７％、５７．２％和１０７．１％.这说明,人们受教育

程度越高,越认同政府负责和三方负责,相反,则较为认同子女负责.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受教育程

度较高者,对目前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较为了解;另一方面还在于他们由于受到现代社会化养老方式的

影响,对传统子女养老责任的认同度相对降低.家庭收入方面,家庭收入越高的受访者越认同老人负

责,而收入越低的则越认同政府负责,人们对养老责任的认知表现出理性逻辑思维.健康状况对养老

责任认知有一定影响,但显著度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虽然由于该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显著度

４０１

① 本研究在拟合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采用循环参照法,目的在于比较自变量对不同类型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效应.在具体拟

合过程中,第一步把“子女负责”作为参照组,将各影响因素纳入回归模型(模型一),以此将子女负责与其他三种类型进行比较;
第二步把“政府负责”作为参照组,将各影响因素纳入回归模型,但考虑到“子女负责”与“政府负责”已经在模型一进行过比较,故
将“子女负责”略去(模型二),以此将政府负责与其他两种类型进行比较;,以此类推.故而,本文最终给出了三个Logistic回

归模型.但这种方法拟合出的三个模型实质是一种回归模型的三种表现形式,所以拟合的模型参数指标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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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所以结果解释力不强.但是,模型依然能够清晰显示出,人们对子女负责表现出明显偏好,对
其他三种养老责任认知类型的认同度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表４　不同因素对养老责任认知影响的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

类别 变量名

模型一
(参照组＝子女负责)

政府负责 老人负责 三方负责

模型二
参照组＝政府负责

老人负责 三方负责

模型三
参照组＝老人负责

三方负责

人口
特征

年龄　　 １．０４１∗∗∗∗ １．０５６∗∗∗∗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５∗∗∗ ０．９７６∗∗∗∗ ０．９６２∗∗∗∗

性别(男性)
女 性 １．０７８ １．１００ １．１４４∗∗∗ １．０２０ １．０６１ １．０４０

婚姻状况(未婚)

已婚 ０．９０２ １．３６６ １．１２７ １．５１３ １．２５０ ０．８２５
离异及丧偶 ０．９１７ ０．８９７ １．０９８ ０．９７８ １．１９８ １．２２４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 中 １．５５０∗∗∗∗ １．４５２∗∗∗ １．２８７∗∗∗∗ ０．９３７ ０．８３０∗∗ ０．８８６
高 中 １．５７３∗∗∗∗ １．１０９ １．５７２∗∗∗∗ ０．７０５∗∗ ０．９９９ １．４１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８２４∗∗∗∗ １．２８６ ２．０７１∗∗∗∗ ０．７０５∗ １．１３５ １．６１１∗∗

家庭收入(平均水平)

高于平均 ０．７２４∗∗ １．６８２∗∗∗ ０．９９５ ２．３２５∗∗∗∗ １．３７５∗∗ ０．５９１∗∗∗

低于平均 １．６９６∗∗∗∗ １．０５２ １．０９５∗ ０．６２０∗∗∗∗ ０．６４６∗∗∗∗ １．０４１

健康状况(一般)

不健康 １．０２５ ０．８６７ ０．８６５∗ ０．８４６ ０．８４４ ０．９９７
健康 ０．８７０ ０．７３１∗∗∗ ０．８９０∗∗ ０．８４０ １．０１２ １．２０４∗

地域
特征

所属地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０．５２３∗∗∗∗ ０．９６２ ０．９５５ １．８３９∗∗∗∗ １．８２７∗∗∗∗ ０．９９３
西部地区 ０．４６７∗∗∗∗ ０．７８２∗∗ ０．５９４∗∗∗∗ １．６７４∗∗∗ １．２７１∗∗ ０．７５９∗∗

户籍性质(城市)　　　　　　　　　　　　　　　　　　　　　　　　　　　　　　　　　　　　　　　　　　
农村 ０．４９０∗∗∗∗ ０．５６１∗∗∗∗ ０．７８６∗∗∗∗ １．１４６ １．６０４∗∗∗∗ １．３３９∗∗∗∗

子女数量 ０．８３３∗∗∗∗ ０．８６７∗∗∗ ０．９４６∗ １．０４１ １．１３６∗∗ １．０９２

子女
特征

性别结构(没有子女)　　　　　　　　　　　　　　　　　　　　　　　　　　　　　　　　　　　　　　　　
只有儿子 ０．８２３ ０．７２６ ０．８１３∗ ０．８８２ ０．９８７ ０．１１９
只有女儿 ０．９６６ ０．９０３ ０．８５８ ０．９３５ ０．８８８ ０．９５０
儿女双全 ０．８４４ ０．７１７ ０．７３５∗∗∗ ０．８５０ ０．８７１ １．０２４

保障
制度

养老保险(没有参加)　　　　　　　　　　　　　　　　　　　　　　　　　　　　　　　　　　　　　　　　
参加 １．１７６∗ ０．８５０ １．１６６∗∗∗ ０．７２３∗∗ ０．９９２ １．３７２∗∗∗

医疗保险(没有参加)　　　　　　　　　　　　　　　　　　　　　　　　　　　　　　　　　　　　　　　　
参加 ０．６６５∗∗∗∗ ０．９５０ ０．９８８ １．４２７∗∗ １．４８６∗∗∗ １．０４１

文化
特性

所属民族(汉族)　　　　　　　　　　　　　　　　　　　　　　　　　　　　　　　　　　　　　　　　　　
非汉族 ０．９１３ ０．８８２ ０．８１８∗∗ ０．９６６ ０．８９６ ０．９２８

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 ０．８７１ １．１１８ ０．９４５ １．２８４ １．０８６ ０．８４６

截距项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３∗∗∗∗ ０．３６９∗∗∗∗ ０．１７０∗∗∗∗ ４．８１６∗∗∗∗ ２８．３９６∗∗∗∗

PseudoR２ ０．０５４３
－２Logl １１４５４．７８７
LRchi２ １３１６．１９∗∗∗∗

N １１０６２

　注:①∗ 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P＜０．００１(双尾检验);②括号内代表参照组;③表中所给数据均为发生比.

　　第二,在地域特征层面.由模型可知,所属地区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表现出显著性.居住在东

部地区的人们较认同政府负责,而中西部地区较认同子女负责.具体而言,在控制住其他变量条件

下,居住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受访者选择政府负责(与子女负责相比)的发生比低于东部地区

４７．７％和５３．３％;西部地区选择三方负责的发生比低于东部地区４０．６％.居住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受

访者选择老人负责(与政府负责相比)的发生比高于东部地区８３．９％、６７．４％、选择三方负责的发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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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于东部地区８２．７％、２７．１％.这或许与东部地区政府资金相对充裕、养老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等有

关.在户籍因素方面,整体表现出显著性.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户籍为农村的受访者选

择政府负责、老人负责、三方负责(与子女负责相比)的发生比低于城市５１％、４３．９％、２１．４％;户籍为

农村的受访者选择三方负责(与政府负责相比)的发生比高于城市６０．４％;户籍为农村的受访者选择

三方负责(与老人负责相比)的发生比高于城市３３．９％.由此表明,农村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仍然较传

统,更为认同子女负责,而城市居民则更认同政府负责和老人负责.
第三,在子女特征层面.子女数量对养老责任认知具有显著影响.人们拥有子女数量越多,就越

认同子女负责,而不太认同老人负责与政府负责;相反,没有子女家庭则更加认同政府负责和老人负

责.这或许是由于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思想观念相对传统,就更认同“养儿防老”观念.而对于没有

子女家庭,除了依靠自己外,政府就成为其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依靠.就子女结构来看,该因素对养

老责任认知的影响效应不太明显,统计结果解释力不强.但由模型一可知,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

况下,只有儿子和儿女双全的受访者选择三方负责(相较于子女负责)的发生比低于没有子女１８．７％
和２６．５％.这也可以说明,相较于没有子女家庭,有儿子和儿女双全家庭更为认同子女负责.

第四,在保障制度层面.模型表明,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对人们养老责任认知均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参加养老保险者较认同政府负责和三方负责,而未参加者则认同子女负责和老人负责.因

为对参加养老保障者来说,其养老的经济资源大部分来自于养老保险金,这使得其对于政府负责和三

方负责较为认同;而未参加养老保险者只能依赖于子女,若子女无依,就只能依靠自身解决养老.在

医疗保险方面,即使参加了医疗保险,人们依然认同子女才是医疗保障的重要渠道,但与政府负责相

比,人们还是较认同老人负责和三方负责.这或许与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本身有关.因为即使参加了

医疗保险,如果在保险报销线之下,则仍然需要自己统筹医疗费用;而且即使到了医疗保险线,也存在

着自身支付比例限制.
第五,在文化特征层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传统文化都可能在养老责任的认知上

存在差异.本研究选取了民族和宗教信仰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以考察不同文化背景对

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民族因素对养老责任认知影响的显著度不高.这表明,即使

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文化,但人们对养老责任认知依然表现出趋同性.其次,宗教信仰并没有对养老

责任认知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前提假设存在差异.而且,通过宗教信仰与养老责任认知的相关性检

验发现,二者间的关联度也不高(Pchi２＝７．４１６８;P＝０．０６).由此表明,宗教信仰并不会对养老责

任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传统中国,亲子关系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功能就是父代

对子代的无偿养育与子代对父代的无偿供养[１８].费孝通先生把这种代际关系称为“反馈模式”,以区

别于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所谓“无偿”,是指这种代际付出并不会理性计算谁付出得多谁付出得

少,而是一种无限连带责任.但这并不是无条件存在,是需要依附完整的家庭财产制度、严格的家庭

管理制度、以孝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以及和睦家庭的宣传[５２].这些正式制度与社会习俗、伦理规范、社
会情景等非正式制度相互补充,共同维系着这种代际伦理.清末以来,国家法律开始逐渐承认子女财

产权,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大改造与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开展,使得家庭伦理所依存的家庭财产

制度逐渐消解,家长日渐丧失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成为“空中楼阁”,或者说

是一种被动的依存[５３].而且,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这种代际关系所依存的条件逐渐消逝,代际

伦理亦日渐消弭,其中表现特别明显的是人们对于养老责任认知的转变.
本研究发现,虽然子女负责迄今依然是人们普遍的养老责任认知,家庭养老仍然占据着中国人养

老责任认知的主流位置,但是这一责任认知正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政府负责、老人负责和三方负

责,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由政府、老人和子女三者共同负责养老.传统社会中均衡互惠式的代

际伦理逐渐演变为单线责任伦理,即父代对子代的无条件付出与无尽包容,并尽可能强调自己对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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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从而减轻子代的赡养压力[１１].与此同时,观念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具有同等的速

度.文化堕距理论强调,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各部分变迁的速度表现出差异性,往往物质文化、科
学技术要先于制度和观念[５４].事实上,在制度和观念变迁内部,依然存在着明显差异.研究发现,人
口特征、区域、制度、文化和代际关系对人们养老责任认知差异都具有显著影响,并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人口特征方面,年龄较大者认同政府或老人负责,而年龄较小者则认同子女负责和三方负

责;女性相对于男性更认同三方负责,男性更认同子女负责;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比较认同三方负责,
较低者则认同子女负责;家庭收入越高者,越认同老人负责,反之则较认可政府或三方共同养老;身体

健康对养老责任认知影响不明显.
第二,区域维度方面,东部地区较为认同政府负责,而中西部地区则普遍较认同子女负责.就城

乡来看,城市居民偏好政府负责,农村居民认同子女负责.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养老保障制度在养

老责任认知中得以体现.
第三,制度维度方面,参加养老保障者普遍认同政府负责和三方负责,而未参加者则比较认同子

女负责和老人负责.医疗保障制度对于养老责任认知差异影响不大.即使参加了医疗保险,但是人

们依然认为子女负责才是提供医疗资源的重要渠道,对政府负责的认同度要明显低于老人负责和三

方负责.
第四,子女维度方面,人们拥有子女数量越多,就越认同子女负责;而相反,没有子女家庭则更加

认同政府负责和老人负责.子女结构方面,与没有子女家庭相比,有儿子家庭与儿女双全家庭更认同

子女负责.
第五,文化维度方面,非汉族居民比较认可子女负责养老,养老观念较为传统.但由于整体显著

度不高,不同民族间养老责任认知具有趋同性.而且,宗教信仰对人们养老责任认知并不具有显著影

响.
认知上的差异源自价值观的不同.养老责任认知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人们对养老问题所持的价值

理念,影响着人们对自身养老以及家中老人的态度和行为.照顾老人的态度和方法更体现着一个社

会或民族的文明水平[５５].通常来讲,养老责任认知的转变有两种情况:一种属于彻底改变传统,就是

改变中国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核———养老、尊老、敬老;后一种则属于改良传统,就是人们依然认同传统

养老文化,但是现实的诸如两地分居、经济压力等使得他们无暇顾及.研究表明,尽管人们对传统中

国子女负责养老观念逐渐减弱,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工具理性逻辑.传统养老文化中的子女负责养

老观在现实中受到诸多限制,难以发挥社会功能,而现实中的诸多替代性养老行为,诸如政府养老、社
区养老等改变着人们对养老责任的认知,即表现出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但需警惕的是,彻底改

变传统养老文化的事例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据调查发现,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了“老人

无用”、“没用了就该死”的老年文化,老年人对子代的绝望、不满,与子代关系的疏离,出现老人自杀事

件[５６].这种观念背后常常把老人 “问题化”,认为老年人就是负担、累赘.这显然是对传统中国养老

文化的颠覆,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背道而驰,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所不允许的.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养老任务和形势必将日趋严峻.过多的老人、高龄老人都需要国家、社会等

责任主体提供养老资源,这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就国家而言,养老金支付压力将急剧增大.统计公

报显示,２０１５年底,虽然全国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两项养老保险金结余近４万亿元,但也有如黑龙

江、吉林、青海等地的养老金压力大,可支付能力不足１０个月[５７].可以说,完全依赖于国家与社会的

养老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作为传统代际责任伦理的重要内容———子女养老则应发挥重要作用.
况且,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中国老年人对子女养老情有独钟.实际上,子女养老对提升老人生活

质量具有显著作用.但现代的诸多因素使得传统养老责任伦理出现继承性和断裂性的不均衡状态,
即父代对子代的责任伦理得以延续甚至增强,而子代对父代则呈现减弱态势[５８].因此,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中国社会亟待重塑养老代际责任伦理.
历史表明,要重塑养老代际责任伦理,需要国家、社区和家庭等责任主体间共同努力,需要正式的

法律制度与社会习俗、伦理规范、社会情景等非正式制度相互补充.２０１２年,中国新修订的«老年人

７０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６期)

权益保障法»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这标志着政府开始重视传统养老责任伦理.但令人遗憾的

是,这一条文并没有相应配套政策予以支持,这是其一.其二,养老责任伦理的建设首先应该让社会

或家庭成员认识到老年人的价值,这是社会培育“尊老敬老”文化的基本前提,而不是把老年人“问题

化”、“弱势化”.其三,应该把代际养老作为一种“爱”的社会产物,而不是用现代理性的契约精神去塑

造这种代际关系.因为契约精神看上去是一种美好事物,但在没有契约传统的社会进行培育显然不

合时宜.其四,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责任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规定,而且还需要社会培育这种道德伦

理.同时,对于目前子代对父代养育的力不从心,国家政府应该予以支持.其五,社区是培育养老责

任代际伦理的重要平台.良性的社区互动是维系和运作养老代际伦理的重要机制,而且,这种代际伦

理只有在良性互动的社区才能实际运作起来,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５８].但与此同时,要
重塑养老责任伦理需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重视现代养老保障制度对老年人养老的关键作用,要正确处

理好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的关系,更理性地看待两种养老方式的优势和不足;二是伦理重塑要以养老

责任认知差异为基本前提,而不是千篇一律、同质化的去思考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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